
2018年  第24卷   第3期

10

www.miamt.com影像介入

胎儿心脏畸形约占全部围产儿的 0.8%，约有 60% 的

心脏畸形胎儿会在出生后 1 年内死亡，因此，提高胎儿期

心脏畸形筛查准确率，对于减少新生儿死亡率、降低出生

人口缺陷率有着重要意义 [1]。超声检查是公认的安全、便

捷、有效的心脏畸形筛查手段，而四维超声时空关联成像

（Spatio-tem-poral image correlation，STIC）的问世，为胎儿

心脏畸形的早期筛查提供了新的方向 [2]。本文针对四维超

声 STIC 筛查胎儿心脏畸形的准确度进行了前瞻性分析，现

作报道如下。

1　对象与方法

1.1　对象
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因宫内发育迟缓、疑

有染色体异常、代谢性疾病等胎儿心脏畸形高危因素 [3-4]，

于我科接受二维超声及四维超声 STIC 检查的 194 例孕妇。

孕妇均为单胎妊娠，年龄 18 ～ 42 岁，平均（26.15±3.27）岁，

孕周 16 ～ 40 周，平均（26.04±5.27）周。

1.2　检查方法
1.2.1　二维超声检查　使用配备四维 STIC 成像软件包的

Voluson E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（美国通用公司）行二

维及四维超声检查，选取 RAB4-8D 电子凸阵三维容积探

头，探头频率 4.0 ～ 8.0 MHz。先行二维超声检查，设置检

查条件为胎儿心脏，使胎心占据显示屏 1/3 ～ 1/2，将探头

置于腹壁处，嘱孕妇屏气，以四腔心为采集初始平面，选

取胎儿上腹部横切面、左心室流出道切面、四腔心切面等

扫查切面进行检查，采集角度为 25°～ 30°，扫描时间

10.0 ～ 12.5 s[5]。

1.2.2　四维超声 STIC 检查　在二维超声检查的基础上，获

取容积数据，以心尖四腔心、左右心室流出道、主动脉弓

及动脉导管弓为采集初始平面，启动四维 STIC 扫描模式，

扫查切面与二维超声检查相同 [6]。获取四维超声 STIC 图像

后，启动超声诊断仪配套 4D View 分析软件，使用多切面

成像模式、断层超声成像模式获取扫查切面图像。

1.3　分析方法
记录两种检查模式的检查时间以及对胎儿心脏标准切

面显示情况。由 2 名超声诊断医师在双盲条件下，参照胎

儿超声心动指南、先天性心脏病诊断顺序等相关文献 [7-8]，

判断胎儿心脏畸形类型。以出生后超声随访、尸检或手术

检查结果为金标准，计算二维超声、四维超声 STIC 诊断胎

儿心脏畸形的准确度、灵敏度及特异性，准确度 = 符合产

后诊断例数 / 产前诊断例数 ×100%，灵敏度 = 真阳性例数 / 
（真阳性例数＋假阴性例数）×100%，特异性 = 真阴性例

数 /（真阴性例数＋假阳性例数）×100%。

2　结果
二维超声检查耗时（3.86±0.71）min，高于四维超

声 STIC 检查的（2.19±0.55）min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
＜ 0.05）。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 STIC 图像对导管弓切面、

主动脉弓切面、上下腔切面、大动脉短轴切面的显示率高

于二维超声图像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 ＜ 0.05）。见表 1。
二维超声筛查胎儿心脏畸形的准确率、灵敏度、特

异性分别为 93.30%（181/194）、76.09%（35/46）、98.65%
（146/148），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 STIC 筛查胎儿心脏畸

形的准确率、灵敏度、特异性分别为 98.96%（192/194）、
95.65%（44/46）、100.00%（148/148），其诊断效能优于二

维超声。见表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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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　要 ]　目的：分析四维超声时空关联成像（Spatio-tem-poral image correlation，STIC）筛查胎儿心脏畸形的

准确度，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。方法：以二维超声及四维超声 STIC 对 194 例孕 16 ～ 40 周孕妇行心脏畸形检查，

对比两种技术检查时间以及各常规切面显示率，以胎儿娩出后随访、尸检或手术检查结果为金标准，计算二维

超声、四维超声 STIC 诊断胎儿心脏畸形的准确度。结果：二维超声检查耗时（3.86±0.71）min，高于四维超

声 STIC 检查的（2.19±0.55）min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 ＜ 0.05）。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 STIC 图像对导管

弓切面、主动脉弓切面、上下腔切面、大动脉短轴切面的显示率高于二维超声图像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 ＜ 0.05）。
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 STIC 筛查胎儿心脏畸形的准确率、灵敏度、特异性分别为 98.96%、95.65%、100.00%，

其诊断效能优于二维超声。结论：四维超声 STIC 成像模式丰富，能够为胎儿心脏畸形的产前筛查提供更为完善、

精确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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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　二维超声与四维超声 STIC 图像心脏标准切面显

示情况（n=194，n/%）

心脏切面 二维超声 二维超声＋四维 STIC P 值

腹横切面 188（96.91） 194（100.00） ＞ 0.05

四腔心切面 186（95.88） 190（97.94） ＞ 0.05

左室流出道切面 180（92.78） 184（94.85） ＞ 0.05

右室流出道切面 180（92.78） 184（94.85） ＞ 0.05

三血管 - 气管切面 174（89.69） 184（94.85） ＞ 0.05

双室短轴切面 174（89.69） 178（91.75） ＞ 0.05

导管弓切面 161（82.99） 182（93.81） ＜ 0.05

主动脉弓切面 165（85.05） 178（91.75） ＜ 0.05

上下腔切面 151（77.84） 172（88.66） ＜ 0.05

大动脉短轴切面 170（87.63） 182（93.81） ＜ 0.05

表 2　二维超声与四维超声 STIC 图像筛查胎儿心脏畸

形的效能（n/%）

超声检查
确诊结果

心脏畸形 未见心脏畸形 合计

二维超声 心脏畸形 35 2 37

未见心脏畸形 11 146 157

合计 46 148 194

二维超声＋四维 STIC 心脏畸形 44 0 44

未见心脏畸形 2 148 150

合计 46 148 194

3　讨论
提高胎儿心脏畸形检出率，对于指导终止妊娠指征的

选择、确保引产安全性或指导新生儿手术均有着重要意义 [9]。

随着产前检查项目的丰富与技术水平的提高，近年来胎儿

畸形的检出率有所上升，但心脏畸形的漏诊率仍处于较高

水平，其原因除二维超声估算胎儿心搏出量的可靠性、重

复性不佳外，孕妇腹壁脂肪较厚、既往腹部手术史等因素，

也可影响胎儿心脏畸形的二维超声早期检出率 [10-11]。

四维超声 STIC 技术的问世，为胎儿心脏畸形的产前

筛查提供了新的手段，其优势在于，在四维数据采集过程

中加入时间因素，能够实现动态四维超声成像，从而弥补

单纯二维超声在时间、空间维度的局限性 [12]。同时，通过

分析采集胎儿心脏四维容积数据，心脏任意切面图像可获

得清晰、快速、精准显示，此外，亦可明确心脏结构、大

血管连接及毗邻关系，为胎儿心脏畸形的分析与诊断提供

立体、直观且完整的参考 [13]。STIC 结合多种成像模式能够

多角度、多切面显示心脏结构诊断所需要的任意标准切面，

故可在缩短检查时间的同时，为胎儿复杂心脏结构空间关

系的梳理提供全面参考 [14] ；在四维模式基础上的 STIC 功

能拥有 A、B、C 三个平面，三个平面相交形成的 X、Y、Z
轴线，不仅可获得二维超声标准切面，还可获得大血管 - 房
室瓣正切面等传统二维超声难以显示的新超声标准切面图

像，从而直观呈现大血管间空间排列关系，有助于胎儿心

脏畸形的诊断与鉴别 [15]。基于上述优势，本研究四维超声

STIC不仅检查耗时更短，其对于导管弓切面、主动脉弓切面、

上下腔切面、大动脉短轴切面的显示率也较二维超声明显

提高。准确率、灵敏度、特异性的对比结果也显示，四维

STIC 各项诊断效能指标均高于二维超声。

在此，将胎儿心脏畸形的四维超声 STIC 各切面图像

特点总结如下 ：1）腹部横切面 ：腹腔脏器反位，心房反位，

左房异构或右房异构 [16] ；2）心脏四腔切面 ：四腔心左右不

对称，十字交叉结构消失，房室间隔不连续，房室瓣启闭

活动异常 ；3）左右流出道切面 ：心室切面和大血管切面连

接方向存在差异，或主动脉、肺动脉大小比例异常 ；4）三

血管切面 ：三血管切面左右或前后排列异常，内径大小异

常，血管数量减少或增多，或大血管可见彩色多普勒反向

血流 [17] ；5）上下腔静脉长轴矢状切面 ：下腔静脉缺如 ；6）
主动脉弓及动脉导管弓切面 ：主动脉弓缩窄，动脉导管狭

窄或扩张 [18]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此次研究筛选的孕妇均合并

胎儿心脏畸形高危因素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向诊断效能升

高偏倚，在今后的研究中，应扩大样本量、拓展纳入标准，

进一步了解四维超声在胎儿心脏畸形筛查中的应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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